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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女性解放的努力，通过立法确立了保障女性权

益的制度体系。同时，为鼓励在各个领域表现卓越的妇女，根据地政府又实行了相应的奖励制度，给予其政治肯

定和生产资料支持。期间，涌现出大批模范妇女; 其中，人数较多且备受关注者则是劳动英模。这些女性劳模基

本上都是贫苦出身且未受教育的农村妇女，但其既是中共妇女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又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

代表人物，亦是一面抗战与生产的大旗。女性英模塑造及其大力宣传无疑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 不过，

这种将女性“工具化”的政治活动亦带来了一些须认真省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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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nti － Japanese War，the CCP in North China and several bases in a series of women’s liberation，estab-
lished the system to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rough legislation． At the same time，to encourage outstanding
women in all areas，the government in all the base areas had introduced a set of incentive system，and given its political affirmation
and support on production data． Model，emerged a large number of women; The number was more，attention was hero model labor．
Model basically all these women was poor birth and by education of rural women，but they were not only the policy of the CCP
women actively responde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an era or an area，also were a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standard of pro-
duction． Women hero model shape and its publicity was undoubtedly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e regime，how-
ever the political activity of women“tools”brought a limited seriously reflection problem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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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开启农

村女性解放之路，她们不论老幼、不分阶层加入自身解放和

抗日战争的洪流;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女性英模的

崛起，她们活跃在民族解放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学

界以往对抗日根据地女性解放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参政、

女性生产、女性婚姻等若干层面，对妇女日常生活特别是女

性英模群体的考察则付诸阙如。本文旨在探讨抗日根据地

时期华北及陕甘宁边区女性英模的生成逻辑或组织机理，

并从其日常生活实态着眼，以多角度地展示女性英模的生

活本相，进而揭示中共为女性解放所进行的各种努力。

一、女性英模的塑造逻辑及群体特征

1． 女性英模的激励机制

1943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

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即“四三决定”) ，指出:“在日益

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

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

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

09



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

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富裕与经济独立入

手。”“这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①为鼓励在

各个领域表现卓越的妇女，各根据地实行了一套奖励制度，

给予其政治肯定和生产资料支持。期间，涌现出大批模范

妇女，她们或是劳动模范、拥军模范、杀敌模范，或是卫生模

范、生育模范; 其中人数较多且备受关注的是劳动英模，因

为在大生产运动背景下劳动创造的价值似乎更大。所谓

“劳动英模”，即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简称，劳动英雄主

要指生产好并以其生产影响和推动别人生产者，模范工作

者主要指工作好且以其优良革命品质、正确思想作风真正

为群众服务者②。本文所指女性英模主要指大生产运动后

几届群英会表彰的女性劳动英模。

在各根据地政府引领下，妇女摒弃不下地劳动观念，放

开小脚，剪掉发辫，纺纱织布，走到田间地头开荒下种、锄草

浇苗。如“晋察冀边区参加春耕的妇女，经组织的有一千四

百人，平山一带的妇女劳动团和劳动小组松土送饭，开荒拾

粪”;“冀南冀中的妇女善于织土布……成立了五百个土布

合作社……不但够军队地方用，还可以出口”; 山西沁县、长
治、高平、黎城、辽县成立妇女生产小组并取得很好的成绩。

妇女参加生产提高了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如“黎城某县，

丈夫素来看不起老婆，但在热烈的生产运动中，许多妇女被

组织到生产小组中去，每日一人能织出丈余土布，赚上三四

块钱，使得丈夫非常佩服。”③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妇女及其

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1943 年 11 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

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陕甘宁

边区 185 名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受到表彰④。此后，劳动

英模事迹被广泛宣传，并成为中共领导和发动根据地妇女

革命运动的主要手段。如晋绥边区 1941—1944 年间召开过

4 届英雄模范大会⑤; 1944 年 11 月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

和劳动英雄大会召开，会议选出劳动英雄 39 名，女性劳模有

郝二蛮、郭凡子、孟祥英等人; 1945 年 1 月太岳区第一届群

英会召开，妇女劳动英雄翟大女、胡让牛等在会上发言; 1945

年 3 月冀鲁豫区群英会召开，女性劳动英模与男性劳模、战
斗英雄、模范工作者一并受到表彰⑥。

2． 女性英模的群体特征

根据地女性英模基本都是贫苦出身且未受教育的农村

妇女，但其是中共妇女政策最积极的响应者。如太行区纺

织英雄赵春花 1900 年生于店街村一个贫农家里，6 岁随母

学做家务、照顾弟妹，13 岁已学会做衣做鞋。辽县下武村纺

织能手杜二女“家里贫穷，全家有六口人，都是不能劳动的

老汉和小孩”⑦。劳动英雄张秋林“是离石一个贫苦的中农

人家”，7 岁“负责照顾弟妹们拉屎撒尿”，8 岁学会纺纱⑧。

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刘能林 1916 年生于临南县一个贫农

家庭，父亲因无力偿还 30 元高利贷在其 11 岁时被卖作童养

媳，其在婆家“既要做家务，又要为丈夫缝衣做鞋，做不好便

要遭到婆母的打骂”。岢岚县劳模马改果 1915 年生于一个

贫农家里。晋绥边区纺织英雄韩国林生于临县韩家山村一

个贫苦家庭，7 岁丧母，料理全家生活重担早早落在其肩

上⑨。拥军模范裴乃秀 1896 年生于草亭村一个贫农家庭，

迫于生计当了童养媳⑩。闻名太行的拥军模范胡春花 1909

年生于武乡县一个贫农家庭，12 岁就作了童养媳瑏瑡。晋绥

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白全英是晋绥边区闻名的女劳模，她于

1913 年生于临县化林村一个贫农家庭，15 岁就嫁到白沟村

一户贫苦农家，丈夫靠租地养活全家，家中只有土窑一孔，

生活十分艰辛。晋绥边区特等拥军支前模范王元英出身普

通农家，14 岁嫁给临县一户贫苦农民瑏瑢。陕甘宁边区劳动

英雄李凤莲“年幼时，在娘家过了十多年穷苦的日子，又作

了二三年挨打受气的童养媳”瑏瑣。

陈敏是《解放日报》大幅报道的一位劳动模范，其与上

述几位女性模范有着不同经历。陈敏是冀中人，家境殷实，

从小被视为“赔钱货”，“只当做牛马来使用”，8 岁时学纺

纱，“还要帮姑姑带娃娃、帮着母亲做针线”。11 岁时母亲过

世，父亲才送她去读书。陈后来走上抗日道路，并与八路军

某部政委结婚。投身革命事业后，领导鞋厂保证军鞋供给，

成为“家属劳动英雄”，事迹被广泛报道瑏瑤。陈敏是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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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模范中的特例，出身与经历不似其他女性，但同样经历

了普通女性的苦难，并在根据地转变为新女性的代表。

大多数女性模范有着相似经历，悲惨的童年、卖作童养

媳的无奈、不甘贫困而奋起行动。出身贫苦、艰难度日———

童养媳挨打受气———革命宣传带来希望———参加革命成为

模范，她们的人生似乎都是这个程式，《解放日报》宣传重点

在于革命让她们翻身做主，中共给了她们新生，因此她们昼

夜为革命工作并变成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偶像式人物。

二、女性英模的“模范效应”

1． 生产劳动方面

根据地时期涌现出的女性英模多属于生产领域，其舍

己为公、拼命生产的态度和热情感染了其他百姓，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作用。如女劳模张秋林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经

历，她的无私、进步影响了身边许多人。为带动大家纺织，

她到处宣传，“规劝妇女们参加生产”。她领导的 25 个纺织

小组定期开会，研究纺织中遇到的难题，“不但亲自教她们，

而且发动大家竞赛”。在其领导下，离石妇纺运动快速发展。

她“善于解决妇女群众中间的问题”，调动一切力量发展生

产，连“弄神弄鬼”、“贪财害命”的“神婆”都被改造过来参加

纺织。张秋林“白日开会”、“黑夜纺花”，后又组织合作社，

为入社百姓盈利的同时有力支援了抗战，成为“全晋绥边区

妇女们所要学习的榜样”①。陕甘宁边区的郭凤英是 1943

年米脂县唯一入选的女性农业劳动英雄，后又出席边区劳

动英模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她靠双手成为边区

家喻户晓的女英雄，据其所言:“我三二年上男人就殁了”，

十几年“白天黑夜的劳动，解决了全家的生活”，还将以前典

出的地赎回来，两个儿子已长大，“大小子已经能揽工了，二

小子也能拦羊了”，光景过得不差。她的事迹激励着边区所

有劳动妇女，像郭凤英学习、看齐成为其共同目标②。
2． 技术学习方面

女性英模既是生产的积极践行者又是热情推动者，特

别是妇纺运动离不开其动员、组织和教导。如刘桂英是绥

德妇纺运动领导者，拥有丰富的纺织经验，“花绻搓得细，线

纺得又匀又快，失头又少”。绥德原无纺户，在其宣传和组

织下越来越多的妇女愿意学习并参加妇纺，她带领妇女研

究纺织方法、验收纺织成果，自己不怕吃亏、不辞辛苦，“婆

姨们都拥护她”，称“没有刘老婆，咱的线纺不成”③。冯桂

英作为抗属投奔丈夫后并未得到任何优待，且被告知须靠

自已维持生计。她凭借纺织手艺养家糊口在当地引起巨大

反响。妇女们无不羡慕地说:“如果我们学会纺织，就不怕

没有布穿了”。有人提出请冯桂英上门教学，她得到丈夫支

持后开始“不要工钱，教人纺织”的教学生活，“今天在张三

家，明天到李四家，这里还没有脱身，那里又有许多人来

邀”，4 年下来“经她直接或间接教纺织的地区，纺织和养蚕

运动开展起来”，“千百个妇女，正以纺织收入，改善她们家

庭和她们自己的生活”。与以往无一架纺车局面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村里“不仅家家有纺车，全村有十多架织机，每个

妇女都会纺织养蚕，布匹完全能够自给”④。冯桂英以一己

之力完成一个村、一个地区的妇纺教学和动员工作，不愧为

一名优秀抗属和劳动英雄。

3． 婚姻家庭生活方面

根据地女性英模在婚姻生活、家庭和睦方面堪称表率。

在“婚姻自由”口号下，许多妇女将离婚视作追求自身解放

的必经之路，离婚案件剧增，给农民生活和乡村稳定带来隐

患。大生产运动开展后，组织发动妇女从事生产成为妇女

解放的主要内容，一批女性英模涌现，她们既在生产、拥军、

参政方面是“英雄模范”，又在个人生活、家庭建设中有着同

样表现。尤其模范抗属，坚持生产、不闹离婚是其共同品

质。折碧莲、刘金英等均是支持丈夫革命、自己坚持生产、

扶老携幼、维护家庭和睦的典范。抗属李桂英常常劝说其

他抗属坚持等待、不闹离婚，她们对根据地妇女的婚姻生活

态度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女性英模参加生产的同

时，抚育后代、照顾老人的重担压在她们肩上，她们像一部

不知疲倦的机器为家庭为革命释放着能量，是边区和睦家

庭建设的基本力量。

三、女性英模的政治参与

抗日根据地选举运动中随处可见妇女身影。这时参与

政权的女性多在生产实践中表现突出，她们或因生产业绩

突出有机会参政，或因参政在生产中不甘落后，而中共则

“保证那些精明能干、在群众中有威望、忠实于妇女切身利

益的妇女们当选参议员”⑤。可以说，女性英模是最先被动

员起来的一批妇女。

贫苦出身的宋志贞在 1943 年腊月劳动英雄及模范生

产工作者大会上受到表彰，成为劳动模范。会后，她自发地

“负起宣传组的责任”，利用秧歌这种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宣传妇纺，“妇女们对纺纱的情绪大大提高”。她组织妇女

纺织、克服困难进行生产的事迹得到边区政府肯定，在“三

八”节纪念大会上，宋志贞第二次得奖，同时“以一百二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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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乡妇女主任。上任一个月，她“先后组

织了十个纺织小组，参加者计有八十七人”，以更高热情投

入妇纺工作中①。晋绥边区女劳动英雄刘能林 1942 年当选

村妇女干部后积极发动妇女抗日，组织妇女参加民兵组织，

学习“埋地雷”等作战本领。大生产运动中，带领妇女从事

纺织，帮助群众解决了很多困难。由于她善于领导又懂得

纺织，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带头创办了一个合

作社并表示:“一个人翻身解放还不算，要让大家都解放，都

过上好日子”。该合作社不仅帮助妇女解决了生活困难，还

有力支援了抗战，受到上级表扬和群众称赞②。马改果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村妇救会秘书，1942 年被选

为边区妇女劳动英雄。在她带领下，村里拥军、妇女组织、

帮助抗属、妇女识字工作取得不小成绩，特别是其创办的纺

织合作社成为全县最先进的合作社，由此被推选为特等劳

模，并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③。

不少女性英模亦是参政典范。戎冠秀得知八路军是帮

助穷人的队伍后参加妇救会，“会员们个个都举手欢迎她当

会长”，任职期间动员妇女放脚，年轻妇女“剪了发，脚上不

再穿两双袜子，换了大鞋”。她爱护会员，曾帮助一个被丈

夫残害却伪称自杀的会员弄清真相，并将凶手绳之以法④。

栾和富 1943 年参加革命并出任子长县边家沟村妇女主任，

“组织洗衣队、缝衣队”帮助战士解决生活问题，“战斗时给

红军送信、侦查坏人”。她除发展自家生产外，还帮助村里

妇女一起致富，改造二流子，领导本村妇纺、扩大生产，成为

子长妇女生产、参政的一面旗帜⑤。

根据地的女性英模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代表人物，

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是一面抗战与生产的大旗。纺织

英雄赵春花成为最早响应抗日政府政策的农村妇女。1941

年她被选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后对抗日政府的工作更

加支持，大生产运动大幕拉开时带头投身到生产、支前运

动。在她带领下，村里纺织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1944

年春，她被选为左权县( 辽县) 纺织英雄，11 月获太行区纺织

英雄称号，12 月又获太行区一等纺织英雄称号。拥军模范

裴乃秀是一位誉满太行的女性，千万拥军女性的代表。抗

战爆发后，她响应支前号召，先后将两个儿子送到抗战前

线，二儿子在一次反“扫荡”中牺牲，她并未因此放弃拥军，

反而处处为子弟兵着想，主动承担伤员护理任务。她节衣

缩食，将家中粮食给伤员吃，粮食吃光后将“自己头上的银

钗子卖掉，换来几升玉茭和豆子”给伤病员。裴乃秀用实际

行动支援抗战，被誉为“子弟兵母亲”和“拥军模范”⑥。晋

绥边区特等女劳动英雄张秋林抱着“打走日本鬼子，不当亡

国奴”信念，带领全家走上抗战道路。1940 年中共抗日政权

成立后，张选为“自然村妇女生产小组长、妇女演剧队队长、

行政村妇救会组织委员、妇女合作社营业员”。生产之余，

她挨家挨户宣传，是村里的好干部。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一个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入党

后，她办起纺织合作社，为农民谋福利、为军民穿衣做贡献，

因此荣获妇女特等劳动英雄称号。1944 年 8 月其子在日军

“扫荡”中被杀害，她痛苦过后重新振作起来，下决心把合作

社办得更好，在她和社员共同努力下，1944 年合作社分红时

红利占股本60%，社员扩大到360 人，股本增到30 万元。其

事迹被编成郿鄠剧在各地演出，被谱成歌曲在各地传唱，

1945 年被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议员。张秋林从

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优秀的

妇女干部，其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值得学习和尊敬⑦。

根据地女性英模参政活动虽大都限于妇女工作领域，

但对革命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有目共睹，她们以一己之力带

动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妇女工作发展，甚至化作一个指引

后人进步的符号，一改女性以往与政治绝缘的状况。

四、女性英模的家庭生活

1． 女性模范的生产实践

闭塞的社会风气使陕甘宁及华北广大农村成为传统积

习十分严重的地区，女性毫无话语权，男尊女卑的社会习惯

让女性丧失追求自身利益的意识。抗日根据地建立前，村

里男人“常常在街上议论村子的事情”，妇女则“从不敢到这

种场合去”;“当有人来到家门口”问屋里有无人时，“妇女就

自己回答说‘屋里没有人’。妇女在那时根本不被当作人对

待”⑧。女性活动场域限于房屋院落，承担的劳作是洗衣做

饭、料理家务、照看小孩。她们负责全家生活起居，对关乎

全家生计的田间劳作不参与，因为女人下地干活被视为羞

耻之事⑨。在中共动员下，根据地乡村风气渐开，妇女摆脱

劳动丢人的观念，走出房门，和男人一样走到田间地头干

活，特别在大生产运动中，女性响应号召制订生产计划、参
加生产劳动蔚然成风。1943 年晋绥边区流行小调唱道:“妇

女们订计划，纺织又做饭，帮助男人们送饭到田间，家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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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男人们管，军队住到咱村中缝新又补烂……唉! 唉!

呦!”“鸡叫大天明，太阳满山红，叫一声妇女们快来集中，赶

快上地里辛勤劳动，保证咱今年的任务一定能完成……唉!

唉! 呦!”①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妇女在大生产运动

中开荒达 10 万亩以上②。不过，掀起妇女劳动高潮的当属

妇纺运动，妇纺运动是根据地面对日军扫荡、经济封锁及天

灾不断的情况发起的生产自救运动。据统计，“陕甘宁边区

10 多万妇女投入纺织运动，生产出来的布匹可满足边区军

民用布的 1/3”，“1943 年，发动养蚕户 2000 余户，收茧 5 万

斤”③。山西抗日根据地妇纺规模不断壮大，至 1944 年“仅

太行、太岳、晋西北 3 个区的妇女纺织人数已达到 47 万余

人”④。动员妇女参加纺织运动既使根据地度过难关，又使

女性在经济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女

性在创造生产价值的同时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这一变化

得到越来越多男性认同，家庭关系因此和睦起来。女性英

模无疑是妇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群体。
( 1) 女性英模的典型范本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女性英模是根据地女性劳作

的标杆，亦是女性独立自强的榜样。她们忘我劳动，带领村

民共同生产、改善生活，都是所在区域当之无愧的模范。翻

阅史料，一个个被人忘却的名字背后是一年年艰辛的岁月、

一段段鲜活的历史。

陕甘宁边区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在丈夫死后独自

带着“九岁和七岁的两个娃娃”，拾粪、犁地、施肥，“本庄的

普通庄户都赶不上她”。不上地时“担水、劈柴、积粪”，做完

工就忙着撕棉花、捻线，“一时也不肯休息”。家中没有男

子，重活儿都是一人干，“填渠、拍畔、搂草”样样在行，“路过

她地的人都说，郭凤英的地畔拍得齐整整的，比个好劳动的

后生还强”。郭通过自己劳动、与人合作、变工等方法让全

家生活好转起来，她“没求过人，八十斤一袋的洋芋她能背

得起，一次可背五六捆麦子”，她不吝惜力气，打场、滚碾子、

推磨一个人完成。农闲时纺棉花、做衣服，全年吃穿不愁。

土改中，郭不仅赎回早前典出的 3 垧地且进而发展成 10 垧，

家中换了新门窗，日子过得更好，由此成为边区所有劳动妇

女的榜样⑤。

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是绥德市妇纺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

者。她技术过硬、纺织经验丰富，不光肯吃苦，还悉心钻研

纺纱诀窍，尽量将“失头”减到最小。“1943 年她一共纺了五

十八斤十二两线，赚得的钱约值七万多元”。日子过得好

了，她便“悄悄地把三个光景不好的婆姨组织起来，帮她们

向纺织工厂领棉花纺线，赚得许多棉花”，解决了家中困难

并成为工厂基本纺户。渐渐地刘桂英成为绥德地区妇纺带

头人，她挨家挨户宣传妇纺，以自己亲身经历打动大家，参

加纺织的妇女越来越多。刘桂英成为纺织英雄后表示将以

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妇纺运动，带领“婆姨和娃娃都过上好光

景”⑥。

劳动英雄李凤莲是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女工，悲惨的童

年让她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她随军奔走各地，先后在女工

厂卖过菜做过饭，帮忙称棉花，到被服厂、印刷厂工作，“组

织分配什么就做什么”，任劳任怨。由于工作努力，她在印

刷厂当了劳动英雄，“生产上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对原料

工具最节省爱护”，成为同事学习的榜样⑦。

太行区纺织英雄赵春花响应大生产运动，组织了 20 名

妇女参加纺织小组，指导全村妇女学习纺花。一个仅有 45

户居民的水坡村就有 91 名参加纺织运动的妇女，其中 23 名

既能纺纱又会织布。1943 年全村纺花 300 斤、织布 190 斤。

一年后，全村纺花 950 斤、织布 480 斤。在其带领下，全村不

但实现穿衣自给自足，还支援了部队。据统计，全县各村在

其影响下，“参加纺织的妇女达到 17000 人，有纺机 15000

部、织布机 2100 台，全年共纺花 12 万斤、织布 10 万斤，有力

地支援了抗日战争。”⑧1944 年她被选为辽县纺织英雄，并

在同年召开的太行区首届杀敌、劳动英雄大会和 1946 年 12

月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上分别被授予太行区纺织英雄和一

等纺织英雄称号，成为誉满太行的纺织英雄⑨。

石榴仙是太行区另一名纺织英雄，她同赵春花一样积

极开展纺织运动，将全村 80 多名中青年妇女组织成 5 个纺

纱小组并开展竞赛活动。她以身作则，发挥自己织布特长，

夜以继日地纺织，甚至达到一天纺一斤花、织两尺布的最高

纪录，由此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瑏瑠。

纺织英雄韩国林本是普通农家妇女，但她创办“纺织工

厂”的事迹在吕梁山远近闻名。大生产运动中，她参加纺织

培训班，因表现出色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村后，她动员全村

妇女以互助形式进行纺织。1944 年，韩在纺织互助的基础

49

安徽史学 2016 年第 5 期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 286
页。

③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

记述》，1987 年印，第 80 页。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 8 卷，山西人民

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8 页。
《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解放日报》1944 年 1

月 6 日。
《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解放日报》

1944 年 1 月 9 日。
《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解放日报》1944 年 1 月 29

日。
陈厚裕主编:《左权县人物志》，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8 页。
皇甫建伟、宋保明编著:《烽火巾帼》，第 239 页。
《中国老区》山西编写组编:《中国老区———晋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初稿，第 80 页。



上办起纺织合作社，后又发展成纺织厂。在其领导下，纺织

生产发展迅速，仅 1944 年、1945 年就织布 72 匹。韩国林成

绩突出，多次被乡、区、县评为劳模①。

张秋林是晋绥边区支前模范、劳动英雄。当丈夫参军

离家后，她一个人开荒种地、纺花织布，支援抗日前线。1943

年，张响应边区号召，加入纺花织布行列，并担负起组织妇

女的工作。她注意工作方法，将村里妇女按照住地远近、年

纪大小、性格脾气等标准分成 25 个纺织小组，各小组定期开

会研究如何提高纺花水平、怎样修理纺车，纺织运动在其组

织下搞得红红火火，由此被村里、乡里一致推选为劳动模

范，并被评为边区“妇女特等劳动英雄”。得到荣誉的张秋

林信心倍增，回到村里动员各户入股成立合作社———“秋林

合作社”。合作社“以组织妇女纺织为主”，同时代卖油、盐、

针线等生活用品，以方便群众。张秋林为了合作社“什么事

情都干，常常忙到鸡叫两遍才睡觉，早晨还总是比别人早

起”，合作社发展、壮大与之辛勤工作密不可分。1944 年，合

作社分红时红利占股本 60%，群众得到切实利益。在晋绥

边区流行这样一句话，“十万人穿衣，全凭妇女同志”②。

被誉为“特等模范家属”的陈敏亦是南泥湾开荒劳动英

雄。大生产运动中，陈敏担任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鞋厂负责

人，以“八千元现款、三百斤烂布、二百斤烂麻，和一点小米”

起家，苦心经营，使鞋厂发展成不仅可以自给自足且可以盈

利、不仅面向群众且可以保障军鞋供给的单位。陈敏亲自

从事生产并仔细钻研如何节约、如何生产出又好看又耐穿

的鞋子。她十分关心工人状况，经常和他们谈心交流，关心

工人生活、为大家改善伙食。在其带领下，工人生产积极性

很高，鞋厂办得十分红火。“他们生产的鞋，式样好，又耐

穿，还便宜”，老百姓喜欢穿，连各地机关和部队亦来定货。

1943 年 4 月开始，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短期做鞋任务，陈敏带

领全厂工人日夜加班，“成天泡在车间，缝鞋帮、缝鞋口，走

路缝、说话缝”，终于提前半月完成任务③。由此在 1942 年

和 1943 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

陕甘宁边区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出生贫苦人家，一直

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在延安她得到边区政府帮助，“弄了

一百六十亩地，合伙安庄稼”，但父亲没有帮手，马杏儿便跟

父亲一块上地，大家称“这女子像汉子一样呢!”边区奖励劳

动英雄，马杏儿得了第一名，成为翻身自主的新女性④。

模范抗属刘全英在丈夫参军外出革命后，一个人照顾

年迈的婆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她一想到

家中老人和孩子就有了坚持的勇气。在极端困苦的情况

下，刘未“向任何人哀求过”，将家中田地“自种四垧”、“伙出

去七垧”，还学习“纺花织布”，生活好起来。她突出的生产

业绩使“家务建立起了，而且不断向上发展”，用一个女人的

肩膀扛起全家人生存重担⑤。

戎冠秀是个“做活”好手，“一年四季天不明，就背上粪

筐”摸黑拾粪，甚至连大年初一都不歇，刚生完孩子没几天

就下炕做活，村民都说“戎冠秀实在不像妇女，那双手，长得

又大又粗; 那双手摘花椒，摘得干净利落”，“上地里，耕地刨

坡，什么活儿，都不比男人们少干”⑥。

安塞在大生产运动中亦涌现出一批妇女劳动英雄，她

们在劳动中呈现的干劲和积极性赛过男人。一区彭桂花是

甲等妇女劳动英雄，一年“种地十八垧半，打粮十三石六斗，

替别人推粉条赚米二石”，用自己的劳动换来“无上的光

荣”。邵玉兰是“小脚婆姨”，革命使之重获新生，燃起对生

活的热情，通过一个人劳作换来全家 5 口人衣食无忧⑦。

( 2) 妇女纺织的突出成就

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妇女劳动英雄，她们主要活

跃领域是纺织业，在其模范带头作用下，边区民间纺织得到

显著发展，群众和军队穿衣问题得到缓解，妇女地位得到提

高、家庭变得和睦。

从表 1 看出，1942 年后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的纺织

能力、纺织效能及纺织产量都有很大发展。1944 年纺纱数

量超过 1943 年 2 倍，织布产量超过 1943 年 3 倍、1942 年 8

倍。但由于各分区产棉数量、纺织基础及组织领导情况各

不相同，要实现全面自给尚有距离。

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同样取得不错成绩。各

抗日根据地妇纺运动自 1942 年前后开始，经两年多发展后，

到 1944 年仅太行、太岳、晋西北三个区纺织妇女总人数已达

47 万余人。山西妇女纺织成为支撑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

量，在“自种、自纺、自织”口号下妇女通过改进纺织工具等

方法，提高了纺织效率、增加了纺织品产量。据统计，1944

年太行区 24 县植棉 9． 1 万余亩，棉产量达 75 万公斤，产布

100 余万公斤，为抗战提供了保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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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发展情形( 1942—1944)

年代 纺妇( 人) 纺车( 架) 纺纱( 斤) 织妇( 人) 织机( 架) 织布( 大匹)

1942 75000 68000 13500 12000 14158

1943 133457 120255 835849． 9 39038 19283 35451

1944 152645 145683 1660203 60548 23095 114497

表 2 1944 年陕甘宁边区各分区产棉自给统计表

项别 延属 绥德 关中 陇东 三边 总计

需棉( 斤) 794435 2228992 264467 322792 727776 3688965

产棉( 斤) 137736 977551 60000 80000 2444911

自给( % ) 70% 44% 22% 24% 67%

表 3 1944 年陕甘宁边区各分区穿衣自给统计表

项别 延属 绥德 关中 陇东 三边 总计

人口( 人) 379325 525724 121200 262184 145553 11133991

产布( 匹) 34683 73342 3718 2718 335 1147435

自给( % ) 54% 82% 18% 6% 10% 47%

资料来源: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8 页。

在这一组组数字背后是无数妇女的辛勤劳作，她们默

默为家庭、为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但历史并不能将每个人

的经历呈现出来，而选择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妇女———劳动

英模。在中共动员下，抗日根据地妇女在劳动英模事迹感

召下，基本上都担负起生产责任，甚至在解决军民穿衣问题

上挑起大梁。这一时期根据地建设离不开妇女的努力，而

妇女英模更刷新了女性劳动纪录。中共在妇女动员、女性

模范形象塑造上是成功的，基本实现“四三决定”提出的发

动妇女为抗战服务的要求，较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妇女通过

劳动赢得经济独立、社会尊重，进而获得解放的道路。

2． 女性英模的家庭日常

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前，华北及陕甘宁地区童养媳盛行，

早婚和买卖婚姻普遍，男女地位不平等，女性作为“私有物

品”现象毫不稀奇。清末至民国时期，陕西宜川男子十七八

岁、女子十五六岁结婚很正常，订婚年龄则可早至七八岁①。

山西境内男十六七岁、女十三四岁订结婚情况普遍，包办婚

姻如童养媳、换亲、卖妻、卖女、抢婚随处可见②。根据地创

建之后，中共对传统婚姻进行改革，力图使妇女自由平等地

选择婚姻，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作为妇女代表的女性英模，其婚姻家庭可视为根据地

女性的缩影。她们大多出身贫寒，在婚姻选择中无自主权

可言，有童养媳经历者不在少数。如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

李凤莲幼年家境贫寒，“三岁上就被卖给三十里外一个比较

有钱的人家”，13 岁到婆家，丈夫瘫痪不能劳作，“抬水、做

饭、推磨，什么都要做”，还时常忍受婆婆打骂及脚大带来的

嘲讽③。模范抗属刘桂英“七岁时父亲去世”，“十二岁当了

媳妇，男人只有十五岁”④。拥军模范裴乃秀同样出身于贫

困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当了童养媳。晋绥边区特等劳动

英雄刘能林 11 岁时以 90 元钱的价格卖给陕西商贩当童养

媳，小小年纪遍尝生活辛酸⑤。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拥军模

范胡春花因家境贫寒，12 岁就作了童养媳⑥。

女性英模早婚现象也很普遍。如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

雄白全英幼时因家境贫寒，15 岁就嫁到本乡一户贫苦人家，

“丈夫靠揽工租种土地为生”。晋绥边区妇女特等劳动英雄

张秋林因家贫 15 岁就嫁到邻村⑦。晋绥边区支前模范王元

英出生在一户普通家庭，14 岁嫁给一户贫苦农民。韩国林 7

岁丧母，17 岁嫁入一个“上有公爹哥嫂，下有小姑侄儿”的贫

苦家庭⑧。纺织英雄赵春花 17 岁出嫁，成为一个“勤劳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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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温良贤惠的家庭主妇”①。陕甘宁边区妇女劳动英雄马

杏儿15 岁时嫁给比自己大4 岁的男子，“男人家也跟杏儿家

一样穷，一家八口人，租种地主十二垧赖地，打六石谷子”，

交租后只剩 3． 6 石，生计无法维持②。郭凤英 15 岁出嫁，和

丈夫一起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③。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

戎冠秀 15 岁嫁到李家，“谁都知道，李家是个穷光蛋，家里

常常吊起锅台”④。

根据地妇女亦有积极争取婚姻自由、独立自主的例子。

劳动模范陈敏出身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年少时丝

毫不受重视。18 岁时和同学一起走出教室，开始革命之路。

在革命阵营里结识八路军某部团政治委员，经过一段时间

相处而结合⑤。陈敏反抗家庭而毅然参加革命并自由恋

爱、结婚的经历与上述几位女性英模不同，她的觉醒是从自

身开始而非结婚后才进行。当然，这与陈敏比较富足殷实

的家庭出身有关，与她接受教育的经历及其所处环境有关。

女性英模首要身份是“女性”，其涵义包括女儿、妻子、

母亲三重身份，而最劳神费力者即母亲。男女性别最大不

同之处在于女性需更多担负起抚育后代的职能，这种无法

人为改变的分工给女性生活带来很大限制。任何妇女解放

都绕不过的问题即女性因生育带来的时间、精力、体能上的

损耗。因此，延安时期的革命女性对生育表现出来的态度

大都是抵制的，革命工作的繁琐，加之战争环境的混乱，及

刚刚脱离旧时代的新式女性在心理上不愿落后的要求，使

之千方百计地回避生育，如康克清在接受美国记者海伦·

斯诺( Helen Foster Snow) 采访时就表示:“我不想生孩子，我

要保持健康的军人体格。”⑥但女性英模在生育问题上的处

理方式比较传统，婚后都育有子女，且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

责任，《解放日报》随处可见女性英模一边生产一边照顾孩

子的报道。如女劳动英雄栾和富因丈夫忙于工作不常在

家，自己一人将家里生产、照顾 3 个孩子的重担扛起来⑦。
“难民吴居安的女人”是“能轧能弹能纺能织”的纺织能手，

“她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第四个孩子现在还在吃奶，她经

常抱到怀中纺线”⑧。吕桂英丈夫在“九团任教导员”，她

“给人做针线、纺花卖线、做酱、做豆腐、生豆芽、卖煎饼、卖饸

饹、卖凉粉和黄米馍馍等”，全靠自己劳动解决生活开支。
“一个两岁、一个四岁”的孩子一人照顾，每天外出生产时

“把两个小孩用绳子栓到炕上”⑨。陈敏既是抗属又是共产

党员，通过努力生产成为劳动模范。她有过 3 个孩子，第一

个不幸夭折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产、工作从未放松过。

她每天的时间基本都被照顾孩子和纺织占据，早上一起床

就“一面给小娃娃刷洗片子，一面又生火给大娃娃做饭，片

子洗完了，饭也煮好了”。她纺织时就让大娃娃自己玩，将

“小娃娃放到炕上”，用一条布带子将孩子的腰和床里端的

木棍系在一起，“小娃娃虽然在炕上到处爬，也没危险”，“炕

上只铺着一张席，小娃崽炕上拉尿拉屎也不要紧，用东西擦

掉，换换片子就是”，孩子哭闹时就将“小娃抱在怀里，一面

哄他睡”，一面纺纱⑩。冯桂英在丈夫参加革命后以为投奔

丈夫就可结束苦难生活，但丈夫告诉她“子母的生活，仍然

要自己维持，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的家属”。她凭纺织手艺

很快成为妇女“争抢”对象，希望她上门教纺织。但她儿子

10 岁、女儿还在吃奶，抚养基本一人承担。她外出时只能靠

儿子照看小女，“清晨吃了一次饱奶”的女儿一觉醒来“看不

到妈妈和哥哥的影子”“嚎哭起来”，哥哥赶忙跑来“引逗”。

劳作回来一进门就喘着气坐到炕上“解开汗水渗透了的粗

布衫子，乳头塞进满儿的小口”，哭声才止住，这时儿子已开

始帮忙拉风箱，提醒妈妈煮饭时间到了瑏瑡。

女性英模在家庭生活中除照顾子女外还对丈夫给予无

条件支持。尽管很多人并非自由恋爱步入婚姻，但对于父

母、媒妁挑选的丈夫大都有了日久所生的情愫，或因子女在

旁或因道德约束，对丈夫的态度多温柔体贴或服从支持。

她们动员丈夫上前线，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凭一己之力扛

起家庭重担。韩国林 17 岁出嫁，婚后第二年就送丈夫参加

县抗日游击队，两人都认一个理:“打不倒小鬼子，日子没盼

头。”瑏瑢刘桂英 12 岁时嫁给 15 岁的丈夫，两人过了几年共患

难的苦日子，后双双参加革命，她当妇女主任、丈夫当少先

队分队长。丈夫外出革命后，她独自照顾年迈的婆婆和年

幼的小孩，生活特别艰辛。有人劝她“走了吧，年轻轻的，何

必受这罪，你那红军老汉对你有什么好处! ?”但她不动摇，

“闹革命免不了吃苦”，“不能因男人闹革命走了，把老人留

下不管”。凭着对丈夫革命事业的支持、对老人和孩子的责

任，她选择留下，一个人扛起家庭生活重担。身为抗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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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代耕队压力，主动“伙出去七垧地”; 还学习纺花织布，

取得不错的生产成绩，家中日子渐好①。模范抗属和甲等

劳动英雄吕桂英既要劳动又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在外人

看来，“没明没夜，受死受活”的光景十分难熬，但她说“只要

丈夫干革命，再受苦也愿意，但有三分奈何，我是不要公家

帮助的!”②出于对革命和丈夫的支持，她以顽强毅力坚持

着。这些模范抗属、妇女英模对丈夫、对家庭的牺牲不仅体

现在忘我劳作上，还体现在对夫妻关系的忠贞与尊重上。

如延属分区折碧莲结婚仅一月丈夫便参加革命，从此靠自

己劳动伺候公公，负担家庭开销。丈夫多年杳无音讯，连公

公都劝其改嫁，但她从无二心，“我已经等了十年，把心放长

一点，再等十年……男人为国打日本，我一定等他回家”③。

在这些模范抗属看来，只有努力生产、不靠公家、不闹离婚

才是光荣的，如李桂英常劝其他抗属“咱们的男人是革命

的”，如离婚就“把我们的光荣丧失了”④。

女性英模身上大都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在孝

顺公婆、和睦家庭方面堪为世范。刘金英在丈夫参加革命

后辛苦劳作，独自照顾婆婆，日子稍好时就给老人购置了棺

木和孝布、打了银首饰，使之尽享天伦; 为给老人看病，不惜

花光为儿子“问媳妇”的钱，并辅以精心照料⑤。刘金英对

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是根据地女性英模家庭态度的一个缩

影，她们未因生活困苦或新思想冲击动摇对传统道德的信

仰，孝敬公婆仍是恪守的道德标准。张秋林公公是个“赌博

汉”和“懒鬼”，“家里的卅来亩山地，都叫他赌输了”。张嫁

去后，仅剩的 12 亩地为还赌债被典出，她对此虽“看不顺

眼”，“但从没说过一句呕气话，叫干甚就干甚”。当她送丈

夫参军后，婆婆对其不理解，逢人就说:“她嫌海元( 张秋林

男人) 累赘，这下看她怎么养活自己，看她独立过活吧。”张

则辛勤劳作，在其影响下，婆婆“把搁了多年的织布技术也

恢复起来”，“公公也把以前因赌博典给人家的地赎回

来”⑥。张秋林在尊重长辈的前提下以实际行动默默改变

着他们对革命、生产及生活的态度。

女性英模对家庭倾注了许多心血，她们身上有着中国

传统女性对家庭与生俱来的眷恋，即便在婚姻初始并非自

愿，但随时间流逝对丈夫、子女、公婆的情感逐渐注入血液，

彼此扶持并度过革命最困难、生活最困苦的时光。她们对

婚姻的态度是传统而认真的，如张秋林、吕桂英、马改果等

人在丈夫外出革命时独自承担起家庭重责，从未想过离婚。

很多人在丈夫去世后坚不改嫁，如刘桂英就是靠自己纺织

改善了全家生活; 郭凤英 15 岁出嫁，20 多岁时丈夫去世只

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她没有改嫁，而是“丢了裹脚布，用棉

花潜进脚趾，解放了小脚”，带着两个孩子上山劳动，熬过最

困难的日子⑦。不过，新思想新观念亦影响着部分女性英

模，冲破封建婚姻桎梏、寻求自我独立和解放的例子在刘能

林经历中得以体现，其 11 岁就给 20 岁的阎孟玺当了童养

媳，12 岁被逼成婚并作“成人对待”。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参

加妇女组织，丈夫对此反感，经常对其外出开会百般刁难甚

至大打出手。1947 年，刘与阎结束长达 20 年的婚姻⑧。随

着新婚姻法实施，根据地百姓开始建立起正确的婚恋观念，

寡妇再嫁不再是“伤风败俗”之事。如宋志贞经历过两段婚

姻，第一个丈夫病逝后改嫁一个小学教员，后有3 个孩子，夫

妻感情和美、同甘共苦，成全了一段婚姻佳话⑨。

根据地时期女性英模在婚姻家庭中的态度，既有传统

女性保守一面，又有现代女性干练一面，特殊时代让其彰显

出与众不同的韵味。中共在根据地建立初期一味强调婚姻

自由而导致的高离婚率严重影响了乡村稳定，随之则将“婚

姻自由”宣传重点转移到“家庭和睦”建设中，轰轰烈烈的大

生产运动将妇女纺织推到重要位置，她们开始得到家庭和

社会尊重。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宣传劳动英模事迹，大大小

小的劳动模范“塑造”出来，她们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甚至

创造出比男子更多价值，其身上女性的外在特征变得模糊。

女性被“工具化”在战争环境中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其身上

蕴藏的力量被充分发掘出来，除孕育后代外她们的劳动成

果对保障军需、争取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五、结语

综前所述，抗日根据地时期女性英模形象以特有的相

似性出现在《解放日报》乃是中共政策使然。根据地初建

时，中共将妇女解放重点置于争取单纯的自由平等上，一味

强调“婚姻自由”，随之出现的离婚率居高不下的情势则造

成乡村社会动荡。为扭转新婚姻法实施中的混乱局面、重
建乡村稳定、维护抗战大局，中共认识到动员广大妇女投身

革命，并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是进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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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解放日报》
1944 年 1 月 9 日。

《靖边抗属模范吕桂英》，《解放日报》1944 年 4 月 9
日。

陈学昭:《“熬劲大”———记抗属英雄折碧莲》，《解放

日报》1944 年 12 月 29 日。
郝登洲:《模范抗属李桂英》，《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14 日。
《建立家务———记模范抗属刘金英》，《解放日报》

1944 年 2 月 11 日。
《女劳动英雄张秋林》，《解放日报》1944 年 12 月 3

日。
《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解放日报》1944 年 1

月 6 日。
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晋绥妇女战斗历程》，第 401

页。
《妇女主任宋志贞》，《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11 日。



重要目标。1943 年，时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蔡畅根

据中共中央“组织妇女参加生产、支援前线”的号召主持起

草了“四三决定”，指明了“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

向”。各根据地从战争、生产和妇女劳动的实际情况出发大

力发展纺织生产，这一时期涌现的妇女劳动模范就是响应

“四三决定”的先进分子，她们不仅成为根据地妇女解放的

榜样，更成为支援抗战的英雄。

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对女性英模的了解多源于《解放日

报》。在该报报道中，妇女劳动英模的生产总是“以一当

十”，绝不输于男人。她们为了大局牺牲小我，奉献健康甚

至生命，其生产换来一家的衣食无忧、全村的劳动热情，甚

至整个边区的学习和效仿。当她们选作劳动模范时则成为

备受瞩目和崇拜的偶像，她们总是有着黝黑但健康的肤色、

结实的身体、朴素且干净的着装、让人亲近的笑容; 当她们

戴着红花受奖时，人群中总会响起“像海潮般澎湃的掌声”，

像英雄一样被羡慕和膜拜。《解放日报》对妇女英模形象塑

造是成功的，在特殊历史时期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让原

本愚昧的北方农村妇女团结起来，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

立足点和价值所在。但这样的宣传似乎有些过头，整个女

性模范被抽离出常人范畴，承担着超出能力范围的重担，这

并非否认妇女生产在战争中的作用，只是应客观理性地解

读《解放日报》这样的中共机关报所传递的历史信息。

女性英模的出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生产、支援

了抗战，且对乡村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女性英模的塑造及

大力宣传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女性英模奋力生

产、积极参政、无私奉献的群体形象成功地将抗战主题与后

方生产兼顾，将传统妇女“贤妻良母”的概念与新环境下“新

女性”的概念重新结合，这种理想化和极端化的女性形象塑

造在当时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只有女性同男性并肩作战，

抵抗侵略的使命才可完成。

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女性从未摆脱“工具化”命运，在

男权社会中女性因社会分工成为男子操控的角色，她们内

在的生育功能和抚育幼儿的天性是束缚女性解放的无形枷

锁，亦是无法与男子真正平等的症结。抗日根据地对妇女

的全力发动及妇女在革命生产中的“过度”牺牲，实与中共

对女性“工具化”政策有关，女性英模的不断涌现，其在日常

生活中所传递出的“过劳”及“性压制”信号被政治荣誉与社

会地位掩盖。女性身体被“工具化”亦是事实，女性政策为

革命服务的程度远大于为妇女解放提供的支持。但在革命

年代一切政策均应以战争胜利为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抗战

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功不可没。

回望历史，女性英模日常生活折射出根据地妇女运动

存在的一些问题。杰克·贝尔登( Jack． Belden) 指出:“在

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

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中共妇女政策是其

取得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关键决策及实践，“由于他们

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知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

战胜蒋介石的钥匙”①。但在根据地妇女运动轰轰烈烈进

行之时，性别差异带来的女性发展障碍被集体忽略。中国

近现代以来，高喊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口号的往往是男性，

即便中共妇女政策亦难出男性化话语体系的框架。女性性

别的特殊性使女性在很多领域无法与男性平等，而一味强

调“男女平等”对女性来说或许是更大的灾难: 第一，女性英

模偶像化、政治化、仪式化的形象背后是否真的丧失个体

性，尤其模范抗属在对待婚姻问题时是否心甘情愿。如答

案是肯定的，其解释一定与特殊历史环境相关。但每个个

体都是鲜活的、充满个性的，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又不尽相

同，那么女性英模几乎千篇一律的公众形象若是舆论导向

使然的话，其真正的生活状态又如何? 第二，动员妇女生

产、参政，实现社会价值层面的男女平等是根据地妇女政策

的成功之处，但性别差异和舆论压力使妇女在参加社会活

动、从事生产劳动的同时仍须负担孕育和抚养下一代及照

顾家庭起居的责任，传统家庭对女性的要求丝毫没有减少，

女性在生理上、心理上所面对的压力更甚。第三，女性“工

具化”在抗日根据地表现明显。浓厚的政治氛围、紧张的战

争局势使女性难逃“工具化”命运，妇女解放只是革命的策

略和手段，女性权益只能为民族、国家大局让步。第四，女

性幸福与否、家庭和睦与否、社会安定与否、国家强盛与否

都离不开执政党对女性问题、婚姻政策的把握。婚姻是人

类社会最基本的民生安排，婚姻政策合理与否影响着每个

人、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在革命年代婚姻承载了太多政治意

义，超出婚姻这一民生安排的初衷。总之，陕甘宁及华北抗

日根据地女性解放运动是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政治性革命

运动，特殊的社会生态、历史情境决定了其独特的内容及其

结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及陕甘

宁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 12AZS010) 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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